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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的新进展 
— — 兼评余三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张 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 ：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在近十多二十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研究成果出现大面积的丰收，有原创 

性的著作在 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 澳门陆续涌现，表明中文学术界关于明清 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的整体取 

得了明显的进步。其中余三乐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一书所叙述的北京教堂见证的i~．200年的中西文化 

交流 与碰撞 ，就是 标志新 进展 的一项 成果 。 

关键词 ：明末清初 ；中国天主教史；中西文化交流 ；碰撞 ；传教 学研究；汉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97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445(2007)06-0051-03 

梁启超在《中国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未 

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 书 

者，日：欧洲历算学之输入。⋯⋯要而言之，中国 

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 ，晋唐间佛学为第一 

次，明末的历算学便为第二次。在这种新环境下， 

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一代学者对于历算 

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 

利徐诸人影响不小。” 

梁公这个预言直到今天才成为现实。长期以 

来不受学术界重视的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 

史研究 ，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 ，近十年来成为学 

术界关注的热点 ，虽然还谈不上 已经 “大笔 特 

书”，但已经引起诸多学科的注意，甚至一些做古 

代史研究的学者也开始在这一领域大展身手。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时 ，大陆学术界涉猎这 
一 领域的还不多 ，学术成就也不令人满意 ，以致 

台湾学者黄一农先生说，在大陆除个别学者的研 

究成果有开拓性外，绝大多数鲜有创建【”。2000年 

前后中国学术界经过二十年的积累，其研究成果 

出现大面积的丰收，有原创性的著作不断涌现出 

来。林金水的《利玛窦与中国》(1996年)，张凯的 

《庞迪我与中国》(1997年)，李天刚的《中国礼仪 

之争：历史 ·文献和意义》(1998年)，许明龙的《欧 

洲18世纪中国热》(1999年)，韩琦的《中国科学技 

术的西传及其影响》(1999年)，徐海松的《清初士 

人与西学~(2ooo年)，张西平的《中国和欧洲早期 

哲学与宗教交流史》(2001年)，计翔翔的《十七世 

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 (大中国志) 

和安文思 (中国新志)为中心》(2002年 )，张国刚 

《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2001年)，莫小也《十 

七世纪——十八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2002 

年)，戚印平的 《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2003 

年)，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2003年)，汤开 

建的《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2005年)等，这 

些著作的出版开始使 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 

的研究呈现出繁荣的局面。特别是台湾、香港和 

澳门的一系列出版物和研究成果 ，极大地提升了 

整个中文研究领域的水平。黄一农先生的一系列 

论文，特别是他近期出版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 

第一代天主教徒》(2005年)和李爽学的 《中国晚 

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 

(2005年)，代表 了中文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香 

港的冯锦荣先生对明清科技史的研究成果十分 

引人注意。尤其是澳门吴志良和金国平的一系列 

翻译与研究著作，极大地开拓了大陆学术界的学 

术眼光 ，为大陆学术界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文献。 

可以这样说，今天的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或中国 

基督宗教史研究 ，如果不了解台湾、香港和澳门 

的研究进展与成果，如果不读澳门文化局黄晓峰 

先生主编的《文化杂志》，就根本无法展开真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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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学术研究。 

这些成果的出现与学术界近二十多年来对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史料的整理、翻译出版是分 

不开的。由汉学家钟鸣旦、杜鼎克与黄一农、祝平 
一

联合主编的《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 

五卷本(1996年)和钟鸣旦、杜鼎克主编的《耶稣 

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汇编》13卷本(2002 

年)的出版，以及《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乾隆朝满文朱批 

奏折全译》连同中华书局2004年 出版的《清中前 

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为这一领域的 

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原始中文文献。而北京外国 

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所组织，在大象出版社 

出版的《耶稣会中国书简集》(6卷，2005年)，安文 

思的《中国近事》(2005年)，李明的《中国现形势 

志》(2005年)，《伊利亚特文学视野里的中国》，严 

嘉乐的《中国来信》(2003年)等翻译著作，以及上 

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邓恩的 《从利玛窦到汤若 

望——晚明的耶稣会士》(2003年)、马国贤的《清 

廷十三年》(2004年)则直接为中文研究者提供了 

第一手的外文文献。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中 

文学术界关于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整体 

的进步已经十分明显，尽管仍有一些重复性的研 

究著作出版，无论是重复中文研究领域的成果还 

是重复西方学者2O年前的研究成果。可以这样 

说，在二十年前 中国学者研究这一研究领域时， 

如果不读西方学者的著作，你就无法真正展开学 

术的研究 ；那么今天 ，我们可以说 ，如果西方的学 

者不看中国学者近十余年的研究成果 ，他的成果 

也一定会受到影响。 

余三乐先生早期曾潜心于明代北京史的研 

究 ，因此在涉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之后 ，也比较注 

重北京的地方特殊性。他在2001年出版的 《早期 

西方传教士与北京》一书中，提出“17—18世纪的 

北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的论点，并对北京 

传教士墓地的历史作了具有独创性 的梳理和 

廓清。 

余三乐先生的作为澳门文化局研究基金项 

目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则是换了一个 

视角，而以北京四座天主教教堂的创建、扩建和 

灾后重建的历史为纲，叙述了自1601年利玛窦进 

京开始，到18世纪末耶稣会被解散为止近200年 

在北京发生的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历史。毋庸 

讳言，来自欧洲的传教士是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 

流的重要使者，而教堂——即他们的住所和宗教 

场所，则是西方文化各个门类的综合载体。正如 

作者在书中指出的： 

北京的天主教堂南堂不仅仅是一个普通意 

义上的宗教场所，“它是在具有五千年历史传统 

的中华大地上 ，在几千年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封 

建王朝的都城里的一颗小小的天主教文明的种 

子、西方文明的种子 ，是远在几万里之外的欧洲 

文化的一面镜子。在这最初只有几十问房屋的一 

方土地上的这一特殊建筑 ，不仅承载着天主 

教——这一外来的、与中国传统宗教有着诸多不 

同特点、甚至有着若干针锋相对的矛盾的宗教， 

同时还象一颗闪烁着太阳全部七色光辉的小小 

的露珠一样，体现了欧洲的科学与艺术的方方面 

面 ：天文学、数学 、力学、地理学和绘图术、钟表 

术、水力学及水利机械、光学望远镜 (及显微镜、 

眼镜等)、印刷术，等等科学知识与生产工艺 ；音 

乐(包括乐器制造和阅览知识)、美术、建筑艺术、 

玻璃及珐琅制品等艺术门类，以及西洋葡萄酒、 

西医药 ，等等。这一切对 自认为是天下之中的唯 
一

文明之邦 ，而外邦皆为蛮夷的中国人来说 ，无 

疑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读者可以通过这本书，通过北京四座天主教 

教堂的历史变迁，以及在教堂中发生的的生动故 

事，了解到从明末到清初在北京的中西文化交流 

与碰撞的历史。 

这部著作充分吸收了近二十年来这一研究 

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细心的读者可以将此书同 

前不久刚刚出版的一些明末清初基督宗教史的 

著作做个 比较 ，马上就会发现这一点。学术研究 

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 ，只有尊重前人的研究成 

果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推进 ，学术才能进 

步。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向读书界推荐余三 

乐先生的这本书 ，我认为它是今天在中国学习和 

研究清中前期的中国基督宗教史比较全面和深 

入的著作。 

在这本书中，余三乐先生在中文文献资料的 

开掘方面和重大事件的评价这两个方面，有他的 

独到之处。从前者来说 ，在书中我们会读到不少 

清代文人学士们所写的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相关 

的诗歌，过去的任何著作都没像他这样做了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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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收集。从后者来说 ，对南怀仁在清初担任 

清政府和俄罗斯谈判的翻译时的评价上，作者也 

颇下功夫 ，爬梳材料 ，正视 问题 ，提炼观点，结论 

公允。 

在这里，我想借此机会表明一个观点 ，即：在 

中国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中，传教士的研究仍是一 

个重要而且根本的方面。近年来一些汉学家说 ， 

在 中国基督宗教史的研究 出现了一种研究“范 

式”的转变 ，这就是在中国基督宗教史 的研究中 

研究方法从“传教学研究”转到“汉学研究”。他们 

认为，长期来“对早期耶稣会 的一般的研究都大 

多是 ‘传教学’的研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于著名 

耶稣会士的生平和活动 ，集 中于耶稣会传教策略 

和礼仪之争这一多有争议的问题 ，集 中于西方的 

原始资料，在某种程度上也集 中于耶稣会自己的 

中文著作。”【 但他们认为 ，现在在西方汉学界对 

明清基督宗教史的研究中发生 了重要的学术转 

向，“这一转变即是：人们从重视对传教学的研究 

转向重视对中国文人对西学以各种方式作出的 

反应(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研究(后者包括科学技 

术和数学)。” 
一

些中国学者也跟着这样说 ，似乎中国学术 

界在中国基督宗教史的研究 中也有这样一个转 

变。这真是一个大误解。其实，这种研究方式的转 

变是从西方汉学 自己的传统来讲的，它和中国自 

己的学术传统无关系。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的开 

创者陈垣先生一开始就是注意所谓的 “汉学问 

题”，即中国文人对基督宗教的接受问题。但现在 

我们 国内的一些人不明白汉学研究和国学研究 

之别 ，直接把这种“汉学转向”的研究模式移植到 

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 中，从而将研究的重点转移 

到中国人对基督宗教的接受这个方面。中国人对 

基督宗教的接受这个问题当然可以研究 ，也很重 

要 ，但这种研究方向对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来说 

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也谈不上什么学术上的“转 

向”，因为，陈垣先生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今天 

的黄一农先生也是这样做的 ，而且做得比那些汉 

学家们好的多。如果有什么“转向”，那只是对西 

方汉学 自己来说的。 

如果将这种转向作为一种学术的范式接受 

下来 ，就会在我们 自己的学术研究 中产生两个 

问题 ： 

其一，在 中国基督宗教史的研究中就会忽略 

传教士的活动。这显然对中国基督宗教史的研究 

不利 ，因为从明清时期的中国基督宗教史来看， 

其主导方面是传教士 ，如果这个主导的方面抓不 

住，明清基督宗教史的主线就会模糊。 

应该承认我们偏离陈垣 、方豪所开辟的学术 

研究很久了。在我们刚刚回到这个学术传统时， 

对 中国基督宗教史主线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远 

远不够。从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来看 ，我们直到 

今天仍写不出一部令人满意的明末清初的中国 

天主教史 ，根本原因在于 ，对教会史方面的许多 

重要文献和材料我们并不掌握。余三乐的书以教 

堂为轴来写，启示我们，对教会史本身的研究仍 

未完成，在这方面我们仍需努力。 

其二，如果按照这些汉学家的意见，那么就 

会将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的宏大历史意义和研 

究方向龟缩在中国人如何接受基督宗教这个单 

方面的问题上。实际上，来华的传教士是站在一 

个双轨线上 ，他们一方面将西方的文化介绍到中 

国，推进中国基督宗教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把 

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 ，直接导致了欧洲思想的变 

迁。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不仅有中国人如何接受 

基督宗教的问题，也有中国儒家思想如何影响欧 

洲的问题。当然，这是另一个学科的问题，但在我 

们做明末清初的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时，这是必 

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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